
1937年冬，在北京燕大读书的
周汝昌，根据他四哥的建议，在燕
大图书馆查阅了敦敏的 《懋斋诗
钞》，并写了一篇考证小文，发表在
《天津民国日报》的“图书”副刊
上。胡适读了这篇小品，给寂寂无
名的周汝昌写了封信，信中颇多肯
定、鼓励和赞赏。这封信使周汝昌
喜出望外，此时他正钻研红学，便
进一步向胡适求助。

研究《红楼梦》要翻阅参考大
量的稀缺而珍贵的书籍和资料。周
汝昌作为一名在校学生，查阅这些
书，谈何容易，于是又写信给胡
适，恳请他“汲引”，向胡适借阅他
所藏的海内孤本脂批本《红楼梦》：

“稀世之宝，未知先生肯以道义之交
不吝借我一用否？”

信 寄 出 后 ， 周 汝 昌 忐 忑 不
安，毕竟他和胡适素昧平生，怎
能提出如此多的要求，且又向对
方借“海内孤本”，更属不情之

请。倘若胡适一口回绝，也是意料
之中的事情。

然而不久，胡适主动约见周汝
昌，肯定了他所取得的成绩，也委婉
地指出，做学问要虚心地求证，不宜
固执己见。最后鼓励他将考证《红楼
梦》的工作继续下去，并慷慨答应借
出价值连城的脂批本。

对此，周汝昌无比感激。由于脂
批本《红楼梦》非常珍贵，且纸张已
有些黄脆，周汝昌怕损坏不敢多翻，
于是决定录一个副本。但由于当时正
值暑假他住在乡下，时间紧迫，来不
及请示胡适，只得“先斩后奏”了。
开学后他给胡适写了一封“请罪”
信。胡适收到信后，没有怪罪周汝昌
的冒昧行为，反而很高兴，在回信中
对他的做法作了夸赞。

最终，周汝昌成为继胡适等诸先
生之后，新中国红学研究第一人，考
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被誉为当代

“红学泰斗”。

胡适的“孤本”
崔鹤同

赵朴初是安徽太湖县人，父亲
赵恩彤曾任过县吏和塾师，生性敦
厚，与人为善。母亲信佛，门前的
水塘是她的放生池，里面放养着不
少她买来的龟鳖。在这种家庭氛围
中，赵朴初自小就养成了仁慈好善
的品性。

1914 年夏日的一天，7 岁的
赵朴初看到一只蜻蜓在蜘蛛网里挣
扎，十分痛苦的样子。不一会儿，
蜻蜓被越缠越紧，渐渐就不能动
弹。赵朴初顿生怜悯之心，他转身
到厨房找来一根长竹竿，把蜘蛛网
耐心地挑开，将蜻蜓救出。母亲远
远地看到了这一切，非常高兴。

第二天，母亲带赵朴初去寺庙
烧香。佛事结束后，母亲与师父闲
谈。此时，年幼的赵朴初对佛堂上大
大小小的对联十分感兴趣，东看看
西瞅瞅，还时不时地念出了声。师父

看到了这一幕，有些惊讶。赵朴初母亲
说儿子自小就爱读书，现在已经会对
对子了。师父听了，不太相信，这么小
的孩子能对对子？师父随手一指庙中
的火神殿，出了一句上联：“火神殿火
神菩萨掌管人间灾祸”。赵朴初一听，
抬头看到了观音大佛，想了想，灵感马
上出来了，他脱口而出：“观音阁观音
大佛保佑黎民平安”。师父一听，啧啧
称赞，笑着对赵朴初母亲说：“这孩子
将来必成大器。”

果不其然，赵朴初后来成为蜚声
中外的国务活动家、德高望重的佛学
家。同时还是联坛巨擘，他的楹联作
品，或气魄宏大，或意味隽永、或深
沉警策、或清新洒脱，无不一一精
妙，堪称当代联苑之上品，久为各界
所推崇。现在国内很多有名的寺庙均
有赵朴初先生创作甚至亲书的楹联，
给寺庙增色不少。

赵朴初的聪慧
顾 燕

清道光年间，大盂鼎出土于陕
西眉县礼村，一同出土的还有一形
体较小的盂鼎，故将大鼎称为“大
盂鼎”。同治七年，收藏家潘祖荫从
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手中获赠大
盂鼎。

清光绪年间，大克鼎出土于陕
西扶风法门寺任村，同出者有克鼎
七件，为将它们区分开来，故将大
鼎称为“大克鼎”。大克鼎出土后不
久亦即为潘祖荫所得。

潘祖荫去世后，其弟潘祖年
将大盂鼎和大克鼎一同运回苏州
老家收藏。潘氏后人为保护二鼎
倾尽全力。尤其是在抗战全面爆
发以后，主持潘氏家事的潘达于
女士无奈决定将二鼎再次入土埋
藏，躲过日军的数次搜查，得以
安然保护。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慎重考
虑，潘达于认为“有全国影响的重
要文物只有置之博物馆才能充分发
挥其价值”。1951年，即向上海市
文物保管委员会无偿捐献青铜重器
大盂鼎、大克鼎，以及其他珍贵文
物 200 余件。潘达于在书信中写
道，全家心愿是国宝“贮藏得所、

克保永久”。
1951年10月 9日，《新民晚报》

刊登消息《潘达于捐献两古鼎》，提
到“潘家以其累世珍藏古物捐献政
府，不但表示其对政府的热爱和信
赖，同时对于新中国的文化也是一种
贡献。”

1952年，上海博物馆建馆伊始，
历经劫难的二鼎得以展出，轰动全
国。1959年，大盂鼎应征北上，入藏
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潘达于那时生活并不宽裕，还参
加了里弄生产组，学习在玻璃上钻
孔。当时，政府曾奖励潘达于一笔
钱，她还把这笔钱也捐给了抗美援朝
将士。其后，潘达于又陆续捐出大量
藏品，如 1956 年捐赠 99 件字画、
1957年捐赠150件字画等。上海博物
馆收藏的沈周《西湖名胜册》、弘仁
《山水卷》、倪元璐《山水花卉册》等
都是她的捐赠。

潘达于将祖传文物典籍悉数捐
赠给国家，自己的生活却一直过得
十分简朴。1996年，当记者采访时
年91岁的老人时，言及当初捐赠的
动机，老人大声说：“因为相信共产
党呀！”

潘达于捐献大盂鼎和大克鼎
付 裕

鲁 迅 一 生 与 书 结 下 不 解 之
缘，他从少年起就节衣缩食购置
了不少书。成年后，读书、购
书、借书、抄书、修书，一直是
他极大的乐趣。他因为爱书惜
书，看书前常常是先洗手，有时
不小心弄脏了书就小心翼翼地弄
干净。在鲁迅的生活内容里，书
籍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用

“爱书如命”来形容也毫不夸张。
鲁迅常给朋友寄书，朋友也

会给鲁迅寄书。鲁迅寄书时总是
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用牛皮纸
包好，再用柔软的细绳捆结实，
生怕书籍受损。有时还叮嘱朋友
包书时一定要在外面用细软绳捆
好，以免纸包易破而殃及书籍，
因为这样的事情，鲁迅曾遇到过
几次，为此十分痛惜。

鲁迅一生购书藏书万余册，
其中不少是旧书。有些“众里寻

她千百度”淘来的古籍已破旧不
堪，而鲁迅依然倍加爱惜。在鲁迅
博物馆里，陈列着一盒修书的工
具，那是一些简单的划线仪器，几
根钢针，一团丝线，几块砂纸以及
两块磨书用的石头。鲁迅就是用这
些极其平常的东西，来精心修补那
些淘来的破损古籍。许寿裳 （中国
近代著名学者、传记作家） 曾不止
一次地赞赏鲁迅修书的功夫：“关于
线装书，内容缺页的，他能够抄
补；有破烂的，也能够拆散，修
理，重装完好；书头污秽的，能用
石头把它磨干净……”

在许寿裳看来，鲁迅的修书水
平不亚于专业的修书人，或者说，
专业的修书人也不过如此。

鲁迅“珍惜字纸”，爱书惜书的
情结已深入到骨子里，这是一种对
书籍的敬重，更是对文化的一种敬
畏之心。

鲁迅的惜书情结
张雨

鲁艺的创立与定名

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后，延安和各
根据地的抗日文艺运动得到蓬勃发展。
艺术成为抗战中宣传鼓动与发动群众最
有力的武器之一。1938年，延安的教
育事业呈现一派蓬勃发展的气象，抗
大、陕北公学等相继成立，然而唯独缺
少一所培养大批抗战艺术工作干部为主
要宗旨的学校。

那段时间，大批负有盛名的文艺家
们，如文学家田间、何其芳、萧军、艾
青，艺术家吕骥、蔡若虹、冼星海等纷
纷来到延安，众多爱国青年在国家民族
危亡的生死关头，怀抱对革命的向往之
情和救亡图存的使命感，也纷纷奔赴

“革命圣地”延安，延安的艺术空气一
时大为活跃。因此，1938 年 2月，由
毛泽东和周恩来领衔，林伯渠、徐特
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人联名发
出《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1938年
4月，鲁迅艺术学院正式成立。

学校以鲁迅的名字定名，意在将鲁
迅的精神继承和延续下去，在民族解放
的大时代发挥文艺急先锋的作用，为抗
日民族斗争多作贡献。

创作风气的改变

当时，延安的大多数文艺工作者主
要来自上海、北平等大城市，身上带有
的小资产阶级的特性，与无产阶级的工
农兵大众在思想上存在着差距。鲁艺在
办学之初提出正规化、专门化的办学方
针，试图在延安复制正统学院派风格。

鲁艺的新校址桥儿沟，虽然紧邻农
民的场院，不少师生却几乎不与农民往
来，根本不了解当地的民风、民俗和农
民的喜好。他们把绝大部分的注意力放
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缺乏对工农
兵的接近、了解、研究，描写的人物穿
着劳动人民的衣服，却顶着小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的面孔。这种“关门提高”的
方式，使鲁艺的创作极大缺乏反映现实
斗争生活的作品。

1942 年 5 月，毛泽东 《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 《讲
话》）发表，强调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
务，为人民大众服务。鲁艺师生在对
《讲话》 精神的学习中，真正认识到：
只在学院的小鲁艺学习是不够的，还要
到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的大鲁艺中
去学习。由此鲁艺的创作风气为之一
变，鲁艺师生的面貌焕然一新，以贴近
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态度去从
事创作，鲁艺发展走上了文学艺术民族
化、革命化、大众化的道路。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为了实践文艺大众化，鲁艺师生们
掀起了下乡、进厂、上前线的热潮。在
探索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上，吸取
多种民间文艺样式加以改造、发展，创
造出了一些既不脱离民俗原貌、又增添
了文学艺术性的新的文艺样式，创作出
了一大批深入生活、面向群众、鼓舞斗
志、深受欢迎的优秀文艺作品。

1943年春节期间，由鲁艺自编自
演的街头秧歌剧《兄妹开荒》的上演受
到各界热烈欢迎。这是鲁艺音乐系的师
生们选取流传在陕北民间的一种古老艺
术形式——秧歌，在此基础上创造发展
出的一种集戏剧、音乐、舞蹈于一身的
综合性广场歌舞表演形式，谓之新秧
歌，一经演出便风靡延安。

在鲁艺秧歌队的带领下，各种深入
生活、面向群众的秧歌剧纷纷出炉，从
《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红布条》《拥
军花鼓》等小型秧歌剧，发展到《周子
山》《血泪仇》《动员起来》《牛永贵挂
彩》 等一批大型秧歌剧，轰轰烈烈的

“新秧歌运动”由此展开，有力地显示
了文艺大众化的价值。

1943年底，以张庚为团长的鲁艺
工作团进入绥德地区的葭县、子州、米
脂采风，与当地群众同吃同住，不仅加
深了与群众的感情，农村的现实生活更
为他们提供了丰厚而生动的素材，改
编、创作了一批新的民歌作品。一次无
意中听到的陕北民歌《骑白马》曲调，
使马可受到启发，整理创作出了《东方

红》，直白的歌词、激扬的曲调，表达
了人民群众对于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
感激和热爱之情，这首歌从陕北唱到全
中国，在全国范围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
影响。他们还整理创作了诸如《十绣金
匾》《万丈高楼平地起》《三十里铺》等
众多民歌，以朴实的文艺形式鼓舞了抗
日军民的斗志，发挥了军事力量不可替
代的特殊作用。

以古元、彦涵、力群等为代表的延安
木刻家们, 充分吸收民间年画的营养，
创作出了一种广受欢迎的木刻版画样
式。这些木刻作品，着重反映了根据地建
设新生活的工人、农民、士兵的形象，采
用中国古典版画固有的明朗、简洁的造
型和色彩，使民间形式的版画取得了特
别广泛的传播。它是“在黄土地上发扬光
大的艺术形式”，堪称延安和解放区文艺
百花园中一道独特的风景。1942年 10
月重庆召开全国木刻展，延安木刻作品
被带到重庆，引起了强烈反响。古元创作
的《铡草》受到徐悲鸿的大力称赞，赞他
为“中国共产党中之大艺术家”。

1945年1至4月，根据河北阜平一
带流传的“白毛仙姑”的故事，鲁艺集
体创作了第一部现代民族新歌剧的成功
之作——《白毛女》，其采用河北小调

“小白菜”为主调，吸收了中国古典戏
曲、西洋歌舞歌剧和五四后话剧创作的
优点与特点。《白毛女》在中共七大召
开期间公演，共演出30多场，得到了
中央领导的一致肯定和赞扬，轰动了整
个延安，迅速风靡各个解放区。之后这
出歌剧还在国统区演出，广受赞誉。

鲁艺师生们遵照《讲话》“到工农兵中
去”的文艺思想要求，自觉深入生活、深入
群众，创作出大量真正为人民群众喜闻乐
见的优秀作品，使根据地的文艺更加丰满
壮大，达到了文艺为鼓动抗日、激励人心
服务的目的，也成就了一代鲁艺人，使他
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艺术家。

（作者系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院
第三研究室副主任）

鲁艺的创立与发展
林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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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为人先 勇于探索

1899 年 10 月，缪伯英出生在湖南
长沙县清泰乡，1916年考入湖南省立第
一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 7月，缪伯英
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北京
女高师”）理化系。北京各种新的社会思
潮让缪伯英大开眼界，为表达自己与旧
的封建制度的决裂，她将一头长发剪成
了齐耳短发。缪伯英到北京不久，认识了
湖南籍的北大学生何孟雄，通过他参加
了工读互助活动，开始了社会实践。

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
十分流行，但其颇为庞杂，既有马克思主
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又有各种各样被称
为“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的思想流派。1919年底，王光祈在北京
成立了工读互助团，下设4个小组，其中
第三组为女子组，又称北京女子工读互
助团。缪伯英等抱着“工是劳力，读是劳
心，互助是进化”的信念，希望建设一个
工读互助社会，她为此还从女高师退学。
女高师学生、工读互助团成员杨璠曾回
忆：“赞助人中的缪君伯英，舍女高师学
校，入女子工读互助团当团员。”毛泽东
曾在1920年 2月一封致陶毅（陶斯咏）
的信中写道：“今日到女子工读团，稻田
新来了四人，该团连前共八人，湖南占六
人，其余一韩人一苏人，觉得很有趣味！”

1920年3月，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
（第三组）正式开张营业了。缪伯英等拟
定了《第三组工读互助团简章》，规定工
作种类暂分为织袜、缝纫、刺绣、小工艺
（制墨水、信笺、信封、帽子、手巾等）、贩
卖商品及书籍五种。开张之日，她们还四
处张贴“小广告”：“要做衣服吗？请快到
椅子胡同东口北河沿17号。手工精致，
式样合宜，必能令诸位满意。”

工读互助团提出“我即是团，团即是
我”的主张，宣告“脱离家庭关系，取消婚
姻关系”。工读互助团成立不久，原先筹
集的款项很快用完，营业收入又很少。他
们开办的食堂“事少人多，入不敷出”；放
映电影却是“生意冷落，不得已只得停止
了”；如洗衣等生意也是经营不善，难以
为继。1920年 3月 23日，北京工读互助
团第一组宣布解散，第二组随后解散。
1920年8月后，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也
是难以为继，逐渐走向瓦解。1920 年 9

月，缪伯英重新考入北京女高师。
“工读互助”试验的失败，对热衷于

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
的进步青年来说，是一次非常实际的教
育。他们很快抛弃不切实际的空想，转而
寻找改造社会的实际可循的途径，这就
为他们最终选择科学社会主义作为自己
的信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向往光明 追求真理

在工读互助团失败和北大马克思学
说研究会成立后，李大钊加强了对青年关
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1920年
7月，李大钊任北京大学教授，在政治学系
和史地系任教，所授的《唯物史观研究》大
受欢迎。李大钊也在北京女高师兼课，很
受推崇。当时在北大校办工作的章廷谦曾
回忆：“1920年李大钊先生在北京女子高
等师范兼课，讲授社会学和图书馆学。我
爱人也是他班上的学生——不过在那时
节我们还没有结婚。后来晓得那里的女学
生对李大钊也都很推崇。”

1920年3月，由李大钊主持，成立了
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缪伯英经何孟
雄介绍，在 4 月加入。他们常聚在北大

“亢慕义斋”图书室，研读马列主义著作
和有关十月革命的书籍。在李大钊的引
导下，缪伯英逐步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
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当时，何孟雄
有无政府主义思想，也是缪伯英受李大
钊的嘱托，帮助他转变过来的。据罗章龙

回忆：“现在我有这样一些印象，何孟雄
的爱人缪伯英比他先参加党。何开始是
无政府主义者，最初他不赞成我们的做
法，可我们想争取他。”“缪伯英是女师大
的，我们通过她去做何孟雄的工作。”

1920 年 10 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
织在北大成立。李大钊任书记，成员有张
国焘、刘仁静、罗章龙、邓中夏、高君宇、
何孟雄、缪伯英、张太雷等。缪伯英由此
成为我党最早的女党员。在 1921 年中
共一大之前仅有两位女党员，即缪伯英
和刘清扬。在李大钊的领导下，1920年
11月成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邓中
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罗章龙、刘
仁静、朱务善、黄日葵、李骏等 40 人参
加，缪伯英是唯一的女团员，也是我国第
一位女社会主义青年团员。

由于工作的关系，缪伯英和李大钊
经常接触，进步很快。缪伯英和李大钊在
一个支部过组织生活。据支部成员王一
知回忆：“参加会的还有何孟雄、缪伯英、
高君宇等同志，李大钊同志每次都参加
会。”“每当同志们有了意见分歧、争论得
不可开交时，只要大钊同志一讲，问题就
迎刃而解。”

投身革命 以身许党

中共一大之后，成立了中共北方区
委，李大钊任北方区委书记，缪伯英任区
委妇女部部长。1921年秋，中共北京西
城支部和北京东城支部成立，这是北京

最早建立的两个党支部。其中，西城支部
主要由北京女高师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的党员组成，缪伯英担任第一任党支部
书记。

李大钊教育缪伯英等女同志，妇女
运动是很重要的，但妇女不光要争女权，
妇女还要争人权，还要争工作的权利。有
同学问缪伯英怎么这么喜欢搞政治呢，
她回答说：“千百年来女子被束缚于家
庭，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可言。我们应该担
当起进行变革的责任啊！”1921年4月4
日，缪伯英在《申报》第8版发表《家庭与
女子》一文，发出了“希望一般留心女子
问题的诸君和女界中稍具知识的朋友
们，切勿徘徊疑望，踌躇不定；顺着人类
进化的趋势，大家努力，向光明的路走！”
的呼吁，号召女同胞以冲决封建罗网的
精神，做新时代的女性。

1921 年 7 月，何孟雄和缪伯英结
婚，住在北京景山西街的中老胡同5号，
成为北京党组织的一个联络站。陈独秀
从上海赴苏途径北京时，就住在这里。缪
伯英、何孟雄一面上学，一面从事革命工
作。他们的名字中有“英”字和“雄”字，同
志们就戏称他们为“英雄夫妻”。

1922年 2月，缪伯英组织了香港海
员罢工北方后援会，并在自己任编辑的
《工人周刊》上报道工运情况。1922年下
半年，缪伯英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秘书，并兼管妇女部。她常和邓中夏、何
孟雄、罗章龙、高君宇等到丰台、长辛店
等地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1923年 2
月，缪伯英与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李
梅羹等领导了京汉铁路北段总罢工，和
朱务善以北京学生会代表名义到武汉活
动，声援京汉铁路工人。李大钊对缪伯英
的工作很满意，称赞她是“宣传赤化的红
党”。

1924 年 5 月，张国焘被捕，供出李
大钊、缪伯英等共产党员。京师警察总监
下令抓捕，缪伯英由何孟雄送出京，回到
长沙。1924年 6月，缪伯英任长沙女师
附小主事（校长），翌年3月任中共湘区
妇委书记。五卅惨案后，缪伯英在长沙发
动成立了女子宣传队、女子纠察队、女子
募捐队，有力声援了上海工人。缪伯英
1927 年 10 月任中共沪东区委妇委主
任，1929年10月因伤寒不幸病逝，年仅
30岁。她病危时对何孟雄说：“既以身许
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逝
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憾事！孟雄，你要
坚决斗争，直至胜利……”

缪伯英始终坚定“以身许党”的崇高
信念，“向光明的路上走”。她是中国革命
特别是妇女运动的先驱，谱写了一位女
共产党员的青春之歌，诠释了中国共产
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和使命。

（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
展中心课题“新时期高校传承红色基因
研究”[2021SZZX06]阶段性成果；作者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高
等研究院史学研究中心）

第一位女共产党员缪伯英
何立波

缪伯英1919年到1924年在北京女子高等师
范学校学习，期间实现了从进步青年到卓越革
命者的转变。她敢为人先，参与筹建了北京女
子工读互助团，试图探索一种新的理想社会。
她追求进步，在李大钊的影响下走上马克思主
义的道路，并在1920年10月加入北京共产党早
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

2022年11月3日 星期四
投稿邮箱：sherryfelton@sina.cn
联系电话：（010）88146865·朝花夕拾 11责编/李冰洁 校对/宋磊 排版/侯磊

缪
伯
英

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成
立于延安，1940年后更名为鲁迅艺
术文学院，简称“鲁艺”，至 1945年
抗战胜利奉命迁往东北。在延安共
七年半的时间中，鲁艺贴近生活、
贴近群众，创作了一大批广受群众
喜爱的文艺作品，在抗日烽火中宣
传了革命思想、鼓舞了军民斗志。


